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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西扶輪社徐國懋--由船民子弟成長起來的博士銀行家 

Shanghai West Rotarian Dr. Xu Guo-Mao 

A boatman’s son rose to a PhD Banker 
By Herbert K. Lau (劉敬恒) (Rotary China Historian) 

1 November 2015 

 

Dr. Xu Guo-Mao (徐國懋博士), PhD (JHU), BA (Nanking) (1906–1994) was a pioneering 

Chinese banker, academic, and scholar who is historically recognized as the first doctoral-
educated bank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He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maintaining financial and 
industrial stability during some of China’s most turbulent historical eras, includ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Early Life and Education 
 Humble Beginnings: Born in 1906 into a boatman family in Kiangsu (Jiangsu) Province, 

Ch’ing Empire (Imperial China) (大清國江蘇省).   

 Early Schooling: At age 11, his father sent him to Chinkiang Presbyterian High School (鎮江

潤州中學) which was run by an American Christian mission. 

 Work-Study Ethic: He later tested into the prestigious University of Nanking Middle School 
(南京市金陵中學).  By his third year, he was working part-time as an English typist for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s medical school to fund his education. 
 Higher Education: He completed his undergraduate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金陵大學). 

 Doctoral Degree: He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advanced studies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where he earned a doctorate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1932. 

Academic and Banking Career 
 Transition to Finance: After returning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民國), Xu briefly held 

various academic posts before moving into the rapidly growing private financial sector. 
 Kincheng Banking Corporation: He joined the Kincheng Bank (金城銀行),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private commercial banks in modern China.  He steadily climbed the ranks from 
deputy manager to general manager. 

 Wartime Leadership: Dur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1937-1945), he relocated and managed 
the Bank’s operations in the wartime capital of Chungking (Chongqing) (重慶 ).  His 

leadership was vital in backing domestic national industries and sustaining wartime 
economic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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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War and Later Life 
 Shanghai West Rotary Club: In 1948, he became an active member of the Shanghai West 

Rotary Club (滬西扶輪社).  He was one of its final 22 members before the Club’s eventual 

termination amid changing political environments in 1952. 
 Geopolitical Displacement: 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中國共產黨) rose to power 

around 1949, Xu, along with many other prominent Shanghai bankers, had to navigate 
difficult options regarding whether to re-establish businesses in Shanghai, British Colony 
Hong Kong, or Taiwan (臺灣).  Ultimately, Xu chose to stay in Shanghai. 

 Political Involvement: After 1957, Xu was elected as the full-time Vice Chairman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Kuomintang, the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and a member of the Sixth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PPCC. 

 Historical Record: He detailed his life’s experiences and the complex decisions faced by the 
elite financial class in his autobiography titled “An Autobiography at the Age of 85” (八五自

述), published by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mmittee.  He passed away in 1994. 

 

滬西扶輪社徐國懋--由船民子弟成長起來的博士銀行家 

具有博士學歷的銀行家，在中國早期的現代銀行業的中，徐國懋是第一位。他，是由船民子

弟成長起來的一位中國現代銀行家。 

徐國懋是滬西扶輪社(Shanghai West Rotary Club)的現職社員。可惜滬西扶輪社的生命很短

暫，它在 1948 年組織，11 月 16 日加盟國際扶輪，證書編號#7097，然而在 1952 年 1 月 24 日被

終止會籍。徐國懋是該社解散前的最後 22 名現職社員之一。人們認為，促使國際扶輪終止會員

資格最直接的原因，是朝鮮戰爭爆發（1950 年 6 月-1953 年 7 月）。這場戰爭使美國成為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敵對，政治和社會環境肯定不利於中國的扶輪社加入位於美國芝加哥的國際扶輪。 

徐國懋（1906 年—1994 年）是近代中國著名的銀行家與社會活動家。他出身江蘇鎮江的船

工家庭，憑藉自身努力考入金陵大學。後前往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深造，年僅 26 歲即取得政治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他投身金融界與政治界，為中國近現代金融

發展做出顯著貢獻。以下為其生平核心經歷： 

早期經歷與學術背景 

 名校出身：先後畢業於金陵中學與金陵大學文學系。 

 英語冠軍：在 1926 年的四大教會大學聯合英語辯論大賽中榮獲冠軍。 

 留美博士：赴美就讀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並撰寫了關於收回中國租借地與租界的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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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與抗戰時期 

 金城銀行經理：1936 年受銀行家周作民邀請，擔任金城銀行漢口分行副經理。 

 護產與智鬥日軍：武漢淪陷期間，他挺身用英語與日本軍官周旋，成功將大批重要銀行賬冊

安全轉運至法租界倉庫。 

 重慶分行經理：抗戰最艱難的 1941 年，他出任金城銀行重慶分行經理，支持大後方的經濟

建設。 

拒赴台灣與響應新中國 

 拒絕陳誠邀請：1949 年上海解放前夕，他拒絕了國民黨前往台灣的邀請，巧妙攜全家轉往

香港。隨後中華民國臺灣省政府主席陳誠派人到香港邀請他去台灣，再次遭到拒絕。 

 回國第一人：1949 年 11 月，他響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號召，成為第一位

從香港回到北京參加新中國建設的銀行家。 

 中南海接見：抵京次日晚上，周恩來總理在懷仁堂親切接見了他，並透過他動員了劉鴻生、

吳蘊齋等更多港澳實業家回國。 

晚年生涯與社會職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徐國懋在金融與政治舞台上身兼多職：-- 

 金融要職：曾任公私合營金城銀行副總經理、中國銀行董事、交通銀行常務董事及上海金融

學會名譽會長。 

 政治職務：曾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

副秘書長，以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六、七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 學術與社會編著：主持人民銀行金融研究室，編有《上海錢莊史料》與《金城銀行史料》等

重要行業歷史文獻。 

 

 

    徐國懋 1906 年 8 月 8 日出生在大清國江蘇省鎮江府新河街，有兄弟姐妹八人，一大家全靠

父親徐瑞傑操持的一條駁船維持生計。儘管生活負擔很重，但他的父親還是在他 11 歲的時候，

把他送入當時由鎮江基督教會辦的潤州中學讀書。不到三年，他就以優異成績考入南京市金陵中

學。初三時，他開始勤工儉學，每天下午課後為金陵大學(University of Nanking)醫學院英文打

字。在暑假期間也不回家，每天工作八小時以上，以減輕家裡負擔。 

    17 歲時，徐國懋考入金陵大學文學系，繼續勤工儉學。除了兼職英文打字以外，從大二時

兼教南京市鍾英中學高二英語。1926 年，有教會創辦的四所著名大學，即金陵大學、滬江大學



4 
 

(Shanghai University)、聖約翰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東吳大學(Soochow University)聯

合進行英語辯論大賽，徐國懋代表金陵大學參賽獲得冠軍，在學校嶄露頭角。1927 年，在北伐

軍勢如破竹接近江浙時，外籍教授紛紛撤離。金陵大學的大一英語沒有老師授課，校長陳裕光博

士(南京扶輪社社員)請他以大四在校生的身份教課，並親自來坐堂聽課壓陣。誰知同學們反應很

好，從此獨立授課，直到 1928 年大學畢業，得文學士學位後留校任教。 

    1929 年，他在同校教授貝德士幫助下自籌二千美元，赴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政治系攻讀博士學位。學校規定，博士生必須攻讀兩門外語。他廢寢忘食，

僅用六個月時間，就拿下了德語、法語課程。能夠閱讀法文、德文報刊，並考試合格。1932 年，

他以《關於中國租借地和租界的收回問題》為論文，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前，任美國華盛頓國會

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中文秘書。 

    1932 年回國後，徐國懋任金陵女子大學(Ginling College)國際關係教授，兼任南京中央政治

學校英文教授。1934 年轉入全國經濟委員會任秘書、專員室主任，辦理國際技術合作事宜。 

1936 年，正在全國經濟委員會負責國際技術合作業務的徐國懋，接受金城銀行(Kincheng 

Bank)董事長周作民的邀請，出任金城銀行漢口分行副經理，開始了他作為中國現代銀行家的人

生跋涉。金城銀行是當時中國一家著名的私人銀行，以扶助農工、扶助實業、促進民族經濟發展

為宗旨；綜合實力迅速發展，分支機構達到 65 處，存款餘額 2億多元。但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

後，業務發展受到重創，處於分散經營狀態。1938 年在上海金城銀行總處辦公，兼菲律賓友聯

投資公司經理。 

1941 年，在抗日戰爭進入最困難的時候，他被委以重任，出任金城銀行重慶管理區副經理

和重慶分行經理。重慶分行是金城銀行內地位僅次於上海分行的重要機構，金城銀行不惜血本支

援的許多企業，此時都在以重慶為中心的西南地區。為了保證資產不被日寇掠奪，上海分行已有

周作民冒著成為漢奸的風險親自坐鎮掌控。在當時通信、交通全部中斷的情況下，周作民任命徐

國懋主持重慶分行，可見對他的信任和看重。徐國懋不辱使命，在他的主持下，金城銀行重慶分

行全力以赴，支援國家戰略大後方建設。在這一時期，徐國懋出任了許多重要企業的職務，如民

生實業公司董事、渝鑫鋼鐵廠董事、重慶纜車公司董事、大成酒精廠常務董事。他利用自己留學

美國和長期在教會學習工作的便利條件，廣泛聯繫國際友人參與中國的抗戰；兼任了美國教會援

華委員會主席、全國大學生救濟委員會主席和金陵大學、大夏大學(The Great China University)、

福建協和大學(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校董；吸收了美國援華機構的大量存款，支援國家

的戰略後方建設。其中最典型的是，他組織投資 90 萬元鉅資，支持著名人士楊度之子楊公庶開

辦了大成酒精廠。生產出大量酒精，代替石油。成為大後方急需的汽車燃料，有力支持了抗戰。

抗戰勝利後，徐國懋把在重慶分行期間積累的二百多萬美金全部留下，出任金城銀行上海分行行

長。 

1945 年抗戰勝利後，徐國懋任上海金城銀行總行經理，兼新裕紗廠、太平洋保險公司常務

董事。又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常務理事、上海市臨時參議員及第一屆參議員、上海市銀行公

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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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徐國懋任金城銀行總經理。中國共產黨軍隊佔領上海前夕，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

伯將軍脅迫徐國懋去臺灣，而他巧妙的攜全家去了英國殖民地香港。到香港後，中華民國臺灣省

政府主席陳誠又專門派人到香港請他到臺灣，遭到他的拒絕。當年秋天，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

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派章士釗、黃炎培到香港動員金融界人士回國參加新中國經濟建設，徐

國懋響應號召在 11 月回到北京。 

    經過徐國懋說服爭取，1950 年 8 月，在中國銀行界有舉足輕重地位的著名銀行家、他的老

上司、金城銀行創始人、董事長周作民回到了北京。周作民是中國著名的「北四行」-- 即鹽業

銀行、金城銀行、中南銀行、大陸銀行 -- 的領袖人物，於是這幾家銀行成立了聯合管理處，由

周作民任董事長、徐國懋任管理處副主任，並在不久後完成了公私合營。公私合營後，徐國懋被

派到上海人民銀行任研究室主任。他不甘拿錢不做事，組織大家編成了百萬字的《上海錢莊史料》

和《金城銀行史料》。直到今天，這兩部著作都是經濟界公認的金融史權威專著，他也因此成為

新中國金融史研究的開拓者。1957 年後，徐國懋被選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上海市委

員會專職副主任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

五、六、七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1966 年 5 月，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左派發動和領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中，徐國懋和他的家人受盡折磨、劫難。但在 1978 年 12 月 18 日改革開放政策落

實後，他無怨無悔的投入國家建設，並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常委；同時擔任中國銀行

董事、交通銀行常務董事、杭州浙江投資信託公司董事、上海愛建金融公司董事、上海市金融學

會名譽會長、上海中華造船廠顧問、全國紅十字會執行理事、全國基督教青年協會會長、金陵大

學校友會副會長等職。 

    1981 年後，他三資自費出國，周遊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港澳地區，遍會親朋

好友，宣傳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為吸引外資和祖國統一出力。1994 年 8 月，徐國懋因心臟病

發作在上海逝世，享年 88 歲。徐國懋除有《八五自述》一書面世外，還有許多回憶文章散見於

各種書刊雜誌。 

 

*****     *****     *****     *****     ***** 

 

「老政協」徐國懋的五個「不」 

宋立桐《 聯合時報 》 

 

1990 年國慶前夕，徐國懋先生 84 歲高齡時，在上海泰安路寓所寫下一段話，令人肅然起敬： 

『現在我常想，政府在各方面給我的待遇是優厚的，但我卻並沒有為國家做多少事情。比之終年

辛勞，為國家增加財富的工人、農民，比之終年辛勞為人民服務的幹部、教師、商業工作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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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人員，我實在深感慚愧。最近讀到白居易詩：「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

有餘糧。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這幾句真可謂我內心的寫照。我已年邁，報國之日無多，

希望我的子孫，要以各自的才能，為繁榮祖國、振興中華，作出應有的貢獻！』 

寫下這段話第六年，國懋先生安然遠逝，而他那克己憫人、公忠體國的仁者之風，卻永世長

留。 

 
1980 年，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上海市委員會舉行紀念上海解放 31 周年座談會，這是部分參會者的合影。 

趙祖康（前排左三）、武和軒（前排左四）、劉昌義（前排左二）、徐國懋（三排左三）。 

 

 

徐國懋在會上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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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如流，沖不去色彩斑斕的記憶；往事如煙，消不盡參政議事的真情、深情、激情…… 

且說上海解放前後，市政府位於江西中路漢口路西南角。離此不遠，有一座高聳入雲的金城

銀行大樓。這是一幢經歷時代風雨的銀灰色現代建築。天天自駕小汽車來此運籌帷幄的，是風度

翩翩的總經理徐國懋先生。後來他當了三十多年政協委員。 

徐國懋是我國金融界資深學者、經營管理專家，也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他以原金城銀行總

經理身份，在政協和民革擔任不少領導職務，在經濟、工商、體育、宗教、社會救濟團體中也兼

了許多頭銜。這位「老政協」、「老民革」以交遊廣泛、才思敏銳、曠達豪爽、與時俱進的仁者

之風，給後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徐國懋的興趣愛好是多方面的。他喜歡打網球、打橋牌，會跳舞、游泳，愛旅遊、攝影、聊

天、開汽車……幾乎樣樣都懂，什麼都會。但筆者最佩服的，還是他立身處世和參政議政中的五

個「不」。 

一、不做「不仁不義」的事情 

徐國懋是江蘇鎮江人，船工的兒子。「滿眼風光北固樓」的鄉情文化，敦促他勤修苦讀；

「六朝勝地，十代名都」的山山水水，滋潤他淳厚坦蕩的心懷。從鎮江到南京，憑助學金、獎學

金完成金陵中學、金陵大學學業後，22 歲的徐國懋留校任英文講師，這為他後來赴美國約翰霍

金斯大學研讀政治學專業，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他在約翰霍金斯獲得博士學位。期間的學雜費、

生活費，均以兼任華盛頓國會圖書館中文秘書和業餘打字所得來維持。他的博士論文《關於在中

國的租借地和租界的收回問題》，彰顯了對祖國強盛的期盼與自信。那年他才 26 歲，血氣方剛，

國蹙家貧。他到美國第二年，加入了留美中國學生的互助團體——仁社。 

仁社的宗旨是實踐「仁者愛人」的理念，團結在美國留學的優秀青年，以勤奮學習所積之長

報效祖邦。品學兼優的徐國懋為人處世講仁義禮智信，講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核心

是以仁為本。他深得仁社兄弟推崇，當了兩年總社社長，仁社成員最多時近一千人，遍佈世界各

地，絕大多數回國後都在政府機關和各重要建設部門任職。這也為他日後的上層交往，展現了一

幅可供縱橫馳騁的藍圖。有一年河南遭水災，徐國懋和他的仁社弟子一道，以仁者之心，在紐約

發起組織一場國樂義演，門票收入悉數賑災。他回國後在漢口任事，正處於抗戰艱難時日，曾親

自接待和周濟過許多過往的仁社親友難胞。改革開放後，他多次去美國、香港，有時就是在仁社

弟子的家中落腳的。 

徐國懋的仁，同國家民族的命運連在一起。「九一八」事變發生第二年，吳貽芳校長函邀徐

國懋回金陵任教。他義無反顧，肩負著「為國育才」的大願歸來。之後又兼任南京中央政治學校

英文教授，並開始接觸政界名流，為當時剛成立的全國經濟委員會秘書長秦汾相中，轉而擔任該

會薦任秘書兼專員室主任。因在與中外專家聯絡協調中初露鋒芒，又被大銀行家、金城銀行董事

長兼總經理周作民延攬。由此，徐國懋開始涉足金融界。「七七」事變後，他作為「金城」管理

層的青年才俊，駐漢口，屯重慶，結識了民族實業家范旭東、盧作孚，與他們聯手共克時艱，闖

出了金融募資與實業開發相結合的新路，為救亡圖存和民族振興辦了不少實事，最終歷練成周作

民之後的金城銀行總經理，成了「事理通達，心氣平和」的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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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國懋的仁義之心，是他後來去香港又迅速返回大陸的思想基礎和重要條件。當章士釗、黃

紹竑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按周恩來總理之意到香港聯絡各路精英返回大陸參加建設時，徐有過激烈

的思想鬥爭。主要基於兩點，他決定北上。一，周作民是金城銀行開山鼻祖，提攜徐國懋有知遇

之恩，而周作民這時又涔著淚花向他表示：「金城辦了幾十年，我們不能讓它夭折，我希望你回

去能把行務抓起來。」他不能忘恩負義。二，章、黃勸徐時，金城銀行正在香港開董事會，認為

大陸各地分行在內戰烽煙尚未止息時更需有人照料。他不能泯滅急公好義的敬業精神。徐國懋還

想到：劉鴻生（現代中國著名的民族資本家、實業家）的二公子劉念義剛從上海乘解放後「首航

香港」的輪船來，對他說的「共產黨解放軍紀律嚴明、作風優良，是仁義之師」那席話、那些

事……這一切，都使徐國懋下定了返回大陸的決心，並向周作民承諾。幾乎同時，先期逃往臺灣

的陳誠也在爭取人，派了心腹從臺灣到香港，發帖子宴請金融界精英，以圖拉攏。徐國懋顧念到

對「金城」、對周作民的公誼私情，認為「主意既定，不能動搖，不可失信」，便婉謝了臺灣方

面的宴請，從而作出了走向光明、走向人民的行動抉擇。 

徐國懋的仁者心腸，貫穿在他的一生。他主張，要像愛自己一樣愛國家、愛民族、愛朋友、

愛鄰居。上海民革、民建及工商聯的老一輩人士都知道：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徐國懋沒有為了使

自己能「脫身」而去歪曲事實，違心出賣好人。「四人幫」粉碎後，他為許多共過事的在「文革」

中被誣陷的朋友，及時提出了平反建議，為安置不公的人，申訴過他們本人不想講的心裡話。徐

國懋認為：這就是循名責實、仗義秉仁。在這方面說一句話，要比在各種場合講許多其它的空話、

廢話、門面話有用得多。 

二、 不開莽夫之勇式的「大炮」 

徐國懋自謂，他解放前曾經「糊裡糊塗當過國民黨當局的上海市參議員，還花了幾十桌酒席

錢，參加所謂競選。至於為什麼『競』，為什麼『參』，『參』了什麼『議』，自己也說不清」，

但現在不一樣了，「現在當的是人民政協的委員，是人民的上海市政協常委。這是有著重大的政

治責任的。」「首先，我們的責任是不能以莽夫之勇亂放炮。說話、辦事、想問題，都要言之有

據，言之成理，都要想到人民的利益」。這就是他作為政協委員對自己的基本要求和一貫態度。 

改革開放初期有段時間，北京出現「西單牆」。他說，這實際上是「文革」回潮，我們現在

不需要這種人云亦云的「炮筒子」和別有用心之徒來搞什麼「大民主」。有話可以說，有意見可

以提，但民主不是以訛傳訛亂放炮，更不能容許蠱惑人心反體制。針對「黨大，還是法大」的議

題，徐國懋明確表示：「從共產黨領導人民制定法律來說，黨大；從法律制定後黨也要遵守來說，

法大。這是由我們國家的國體、政體決定的。國家領導體制需要也可以通過改革來完善、加強，

但絕不能用任何餿主意來背離和削弱。」這說明，徐國懋這位金融家和政治學教授的功底，確實

不是可以隨便讓人小覷的。這正是他長時間在政協參政議政不放「大炮」、堅守底線而真能體現

深厚學養和政治分量的一個重要因由。 

1983 年，上海市政協舉辦了一次有關祖國統一和涉台政策圖片實物展覽。其中，有不少內

容涉及國民黨軍政界人士。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長張承宗事先關照策劃人員「務必請民革的同志

先看看，聽聽他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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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在上海的原國民黨軍政界人士劉昌義、武和軒、宋瑞珂、徐國懋等接受邀請到預展現

場觀看。劉昌義要求將涉及到他的「投誠」二字改為「起義」；宋瑞珂要求將「師長」改為「軍

長」（理由是他「領導的是整編師，實際實質都是軍」）；武和軒看到孫科和藍妮的圖片摔著拐

杖大吼：「一個婊子！怎麼好拿來展覽。」只有徐國懋，佇立不動，也不吭聲。事後，個別走訪。

他在泰安路寓所，對筆者說了以下一席話： 

「我們民革幾位同志，所提意見都是不錯的。他們不是為了出風頭，爭體面，而是為了把事實搞

准，把表述搞貼切，把祖國統一的方針政策宣傳好。武和老生氣，不能怪他，他和我一樣，都是

仗義直言的人。據我所知，藍妮上展覽，不止一個人有意見。她是當年上海灘的「交際花」，是

孫科的外室，不是原配夫人。我到她家吃過飯。那是因為她打著孫科的牌子，帶著孫科寫有『敝

眷』的親筆信，向周作民『借錢』，開價是法幣二萬萬，相當於一千兩黃金。領人來『借』了幾

次，氣勢洶洶。周怕出事，讓我出面調處。藍妮很厲害，拿了非份之財，臉都不紅一下。對這樣

一個人來大陸訪問，要不要當『貴賓』向公眾展覽，我心中無數。今天有機會和你暢談，也是

『自家人不說兩家話』了。蕭松啊（按：蕭松是筆者當時常用的筆名），這也是我參政議事一貫

做法，就是平心靜氣，商量辦事，守底線，看場合，說真相，顧效果，多想想同一個問題的幾個

方面，不開『大炮』不『擺譜』，要同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吻合。你說是不是？」 

這真是「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啊！ 

三、不當空談誤國的「清客」 

徐國老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曾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他夫人是一所中學的優秀教師，    

「文革」也因莫須有的「罪名」被抄家批鬥，心神俱憊。「四人幫」粉碎後，他從不在政協或黨

派的會議上，拿自己受到的委屈吐苦水。他心裡想的，都是關係到「把經濟搞上去」，「把統一

戰線這個法寶傳下去」的「形勢發展要求」。他認為「重三倒四地去譴責去訴苦並無大用，要緊

的是多為撥亂反正出些實實在在的點子」。這種不當「俗客」不作「清客」的雅致，是難能可貴

的。 

國老在市政協對台辦（類似今時的市政協港澳臺僑委員會辦公室）兼職期間，以不做「清

客」、「暢言敏行」而受到大家格外尊敬。他曾經問我：「你覺得李立俠這個人怎麼樣？」我說：

「他是解放前中央銀行稽核處處長、財經專家，很有學養，為人正直，做事認真，政協請他參與

辦的事，他都能一絲不苟地辦好。他家住在溧陽路，有事都提前半小時到位，李老戴的近視眼鏡

像酒盅，深得很呀……」聽到這裡，他放聲大笑。不久，徐國老綜合各方面意見，向統戰部提了

一條建議，推薦李立俠為市政協常委。事後他高高興興告訴我：「這是為調整統一戰線內部關係，

實事實幹不空談啊！」 

在擔任人民銀行金融研究室主任期間，國老聯絡了一批解放前上海各銀行錢莊的高級職員，

以及原國民黨政府財政金融方面的高層管理者，用三年時間，編寫成《上海錢莊史料》。這本

「不尚空談」的書，寫的都是親歷親聞，有鼻子有眼，沒添油加醋，詳盡的事實和準確的資料，

受到學術界高度重視。他還主持編寫了一本《金城銀行史料》，將「金城」的誕生、發展、公私

合營三個時段的史實，包括上海總行、重慶分行、漢口分行投資興辦的附屬企業的籌建運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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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協助處理美國援華抗戰提供業務方便的情況，作了完整的紀錄，受到史學界、學術界很高評

價。一次他說，寫這本書的動因是：新中國成立後，金融業的未來肯定會有難以限量的發展，把

我們經歷過的輝煌和坎坷如實記下來，讓後來者在任何情況下，都堅守一條「為國家民族辦金融」

的底線，守好人民的錢櫃！ 

在涉及家庭和個人切身利益的問題上，徐老總是以全域利益和長遠利益為重，實事求是處理。

金城銀行合併為公私合營銀行之後，上海各銀行、銀莊的人員剩餘很多，而外省市卻又奇缺。徐

國懋協助政府疏散了數以千計的金融人才去全國各地發展。他的嫡親兄弟徐國棠（原金城銀行蘇

州分行副經理、徐州分行經理）及夫人潘清婉，就是在他的協商協調下去蘭州人民銀行任職的。 

四、 不搞嘩眾取寵的「民粹主義」 

徐國懋說過：參政議政不能借機表現自己，尤其不能以「為民請命」的姿態，將一些小事放

大，嘩眾取寵。為人民服務不等於「民粹主義」！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上海的早點漲價了，除了大餅、油條、豆漿、粢飯糕，雞毛菜的價格也

節節飆升。有的委員提出：這些群眾生活問題呀，我們要協助政府搞好調查。有的委員還提出：

對早點「老三件」，價格穩不住就由財政發補貼。 

徐國懋對此有不同看法。他認為：物價民生，固然重要，但政協不宜事無巨細都管；議大餅

油條漲價，雖不等於「民粹」，但精力牽扯過多，總不適宜。委員的心志，要集注到大事大局上。

民生議題也有大小深淺之分。 

有一次，他騎著自行車來政協，車子停在南小樓（今文化俱樂部大樓處），拿出一副大餅油

條，邊吃邊和我聊開：「市場經濟有自己的規律，東西漲價了，不能堵，也不要補（貼）。看個

究竟再說。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行，要找到根。」他喝了一口熱茶繼續說：「重視物價，說明

我們對人民利益的關切。但不能就事論事搞貼補，不然會按下葫蘆起了瓢。我現在想得最多的，

還是開發浦東、招商引資、把內聯外貿做強做大，做到東西南北、五湖四海、七大洲五大洋……」

沒說完，騎著車子一溜煙飛了。我喊他坐一會再走。他老遠地轉身揮手回答：「我要趕回家寫提

案……」這時他已七十多歲，簡直像個老頑童！ 

但是，徐國懋在涉及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大事要事上，卻是機抒縝密的，涉險也要參與，也

要踐行。這有史為證： 

「1949 年初，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等，響應黨提出的召開新

政協會議的號召，準備前往華北解放區參加會議。為此，潘漢年找到周作民，問他能否協助這批

人士北上。周作民表示可以由金城銀行出資，在香港租一艘輪船開往天津，擔負起這個任務。為

了使這件事得以具體落實，周作民指派原上海金城銀行國外部經理楊培昌與潘漢年聯繫，共同協

商，進行周密的安排。二月末，金城銀行花了約四五十萬元港幣，租了一艘『華中號』輪船，運

送柳亞子夫婦、葉聖陶夫婦、陳叔通、馬寅初、張絅伯、包達三、鄭振鐸、宋雲彬、傅彬然、曹

禺、王芸生、徐鑄成、趙超構、劉尊棋、張志讓、沈體蘭、吳全衡等二十七人悄悄離港，勝利到

達天津。」（見徐國懋《八五自述》，1992 年 12 月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編輯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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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國懋本是參與其事的，但他以「人不知，而不慍」的君子高風，從來不提他本人在其中的

作用。當輪船在海上破浪航行時，徐國懋正在主持上海金城銀行的工作，國外部的業務活動及開

支計畫，都是由他掌握或經他默許的。1989 年紀念人民政協成立 40 周年時，他私下對人說：

「柳亞子、葉聖陶乘的輪船上，還裝了一批送給解放區的西藥和生活必需品。我們當時這麼做，

也是因為看到了真理和曙光，認定惟有共產黨這支為人民奮鬥的新興力量，才有中國的未來……」 

五、不忘自己是「永遠的中國人」 

1981年4月，徐國懋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有人認為「他還可以當常委」。但他卻說「管

他『長尾短尾』，反正都是『委』，我不當，別人也能當，我的頭銜已經夠多了，重要的是不圖

虛名，盡責履職；更重要的是：穩穩實實做一個永遠的中國人。愛國至上！」劉念智（劉鴻生四

公子）在旁說：「你老兄學習得不錯嘛，你的品格很像陳雲啊！」徐說：「老弟不可這樣比。他

是共產黨員，國家領導人，我不是。不過，他的正直，他的襟懷坦白忠實積極，我們還是可以學

的，有這個想學之心，倒是符合共產黨的要求的。」 

徐國老的子女、孫子女都在國外事業有成，其中有一個最小的兒子是改革開放後復旦大學的

「數學狀元」；有一個孫女已經獲得博士學位。晚輩們常輪番回來看他，他也經常出國或去香港

探親訪友。 

有一次，1990 年吧，國老要我到他家看照片，他捧出兩個大抽屜，照片排得滿滿的，少說

也有上千張。 

「哈哈，這都是我從 1981 年開始到現在，3 次去美國，9 次去香港，3 次去加拿大、日本、

澳大利亞，同親戚朋友一塊拍的。」其中，有一群白髮蒼蒼的老太太，國老動容說，都是他在金

陵大學的女弟子；有開著汽車做V形手勢的大男孩，國老指認說，那是他第二個孩子的孩子；還

有一群西裝革履、氣度超群的男士，國老心花怒放說，都是他當年的仁社弟兄。「你知道，我十

多次出訪，從不花國家一分錢。」這我是知道的。我說，記得你第一次出去，擔心不會批准，你

直接找了張部長。兩天後，你來辦公室告訴我：「張承宗對我說你出去走走，我們完全同意。你

在外面見到任何朋友，想說什麼都可以，徹底開放，不必有什麼顧慮……」他聽後反問我：「你

記得這麼清楚啊？」我說：「你開心的事，我不會忘記哦！」 

  國老第二次訪美歸來逢人就說：國外的許多老朋友、老同事、老同學，見到我都是涕淚縱橫

啊！他們還以為我早就不在人世哩，看我現在滿面紅光，生龍活虎，誰不興高采烈？我個人算什

麼？只是滄海一粟；但我又是「黨的政策好」、「國家興旺發達前途無量」的體現者哦！能不自

豪麼？！ 

  這次國老還向我透露，他正在寫一本關於自己一生經歷的書，要按張部長說的「想說什麼都

可以」那樣去寫，但一定要真實。他說，國家的歷史，改革開放的歷史，個人的歷史，我都歷歷

在目。我要通過這本書，用歷史事實告訴子孫晚輩，我們國家及我這一生，走過來很不容易，我

現在不想出國定居，是因為根在中國。我要守住這個根。我「忘不了自己是一個永遠的中國人」。 

（完） 


